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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书院 

 

辛德勇：以《史记》为例  谈中国古代经典的大众阅读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沈杰群 
 

    导读 

    中国古代典籍的大众阅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以《史记》

及其校注本为例，深入浅出地谈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辛德勇教授认为，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相

比，接受过同等程度教育的人，对古代典籍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明显有所降低，但随着教育的日益

普及，今天中国人接受教育的总体程度已经大幅度提高，这说明能够阅读和接受古代典籍的人远

远增多了。为此，辛德勇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合理地对待社会大众对中国古代典籍的阅读问题，

不能简单地把白话选译本或者节选注释本等同于大众读本。以《史记》为例，读中华书局的繁体

竖排本，才能充分、具体、准确地领略和体味典籍的丰富内涵，而现代选注本不行，白话翻译本

更不行。 

    对中国文史阅读、研究而言，《史记》是头等重要的典籍，地位崇高，但由于成书年代较早，

在流传过程中造成很多文字舛讹，所以，历朝历代，几乎都没有间断对《史记》文本的整理，对

其文字讹误做系统的校勘。 

    当代《史记》文本整理方面的集大成之作，首推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它既充分吸收了

清代及其以前历代学者的校勘成果，也体现了许多晚近以来学者在《史记》文本整理方面的努力。

然而，“校书犹扫落叶，随扫随有”，永远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总会留下遗憾，中华书局新点校本

《史记》同样如此，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辛德勇教授的新作《史记新本校勘》，即是针

对这个版本做出的校勘。 

    《史记新本校勘》出版后，引起很多人关注，同时也引发人们对《史记》文本和校勘问题的

讨论和思考。日前，本报记者专访辛德勇，解读《史记新本校勘》的成书过程，以及《史记》的

大众阅读问题。 

    正确对待社会大众对中国古代经典的阅读，点校本《史记》也是大众读本 

    记者：今年年初，你在涵芬楼书店的讲演中谈到，《史记》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经典，在

史学和文学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青少年应该注重了解和阅读《史记》，其地位甚至可以

先于古代文学的“四大名著”。能不能请你先谈一下这本《史记新本校勘》对《史记》的大众阅

读有什么帮助？ 

    辛德勇：《史记新本校勘》是一部很专门的学术论著，严格地说，它不是为大众阅读而撰写

的。但这并不等于就和《史记》的大众阅读没有关联。 

    谈起这一点，会牵涉很多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合理地对待社会大众对中国古代经典的阅读，

不能简单地把白话选译本或者节选注释本等同于大众读本。 

    记者：你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呢？ 

    辛德勇：《史记新本校勘》出版后，很多年轻的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号“辛德勇自述”下留

言，询问一般非专业人士业余阅读《史记》选用什么样的版本好。我告诉大家，最好的读本，是

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看了我的介绍，也许很多人会感到诧异：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不是专供专

家学者研究使用的版本吗？普通读者怎么能够读得懂呢？ 

    首先，这种想法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 

    所谓“大众阅读”，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是“全民阅读”。“大众”这个范围很大，一方面，

人们的阅读是分为不同层次的；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价值和兴趣取向也会有很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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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这就会导致社会大众中每个人对阅读的选择会有很大不同。 

    我理解，一部书，超出于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之外，还有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在看，就可

以说是实现了大众阅读。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史记》，过去的印量我们不谈，只看最近完成的新

修订本，2013年 9月正式推出的第一次印本，一下子就印了两万册；2014年 8月的第二次印本，

又印了两万册。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印了 4万册，其读者自然已经大大超出了专家者流的范围，

没有大众阅读，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市场。这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大众阅读。 

    其次，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本来就是一种为大众阅读提供的文本。这一点，不仅社会大众不

了解，就是专业的文史研究人员，很多人也都不够了解。 

    当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向社会提供一种便于大众阅读的

文本。至于专家研究的需要，当时另有解决的办法。一是直接使用未经标点的古刻旧本，这样的

版本，在市场上还很容易买到；二是另行点校出版一套汇注汇校性质的文本，诸如泷川资言《史

记会注考证》、王先谦《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等。但一来时世变幻，古刻旧本日益稀见，

拟议中的专家用本始终也未能付诸实施；二来这部本来是要用作大众读本的点校本，其校勘质量，

总的来说又比较高，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于是，大众读本最终就变成了专家用本。 

    不过这就像社会大众和专家学者都吃五谷杂粮一样，不能因为专家吃了可口，社会大众就一

定难以下咽。对包括《史记》在内的整套“二十四史”，社会大众该怎么读还是怎么读，与专家

的阅读是两不相妨的事情。 

    这不是我一个人信口开河，最近在新修订“二十四史”工作过程中披露的档案材料，可以确

实地证明这一点（见《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 41 期载《二十四史

整理计划》，实际的计划，比我这里说的还要复杂很多，如《史记》尚嫌泷川资言的《会注》不

好，要在此基础上再新编一部《史记集注》），而新点校本前面附印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

史稿〉修订缘起》，也清楚讲述说当年的“点校本出版之后，以其优秀的学术品质和适宜阅读的

现代形式，逐渐取代了此前的各种旧本，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普遍采用”，“普遍采用”这一版本

的“广大读者”，不是“大众”是什么？ 

    记者：当年国家为便于大众阅读《史记》等“二十四史”，特地组织众多专家出版这么庄重

的版本，还是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特别是现在的青少年读者，你能再具体阐释一下相关的

社会文化背景吗？ 

    辛德勇：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样的《史记》，能够成为社会大众

的读本。 

    我是跟从黄永年先生学习历史文献学和一般历史学知识的，而黄永年先生的文献学素养，在

并世学者中是出类拔萃的。但绝大多数学者了解和阅读的黄永年先生的著述，并不十分全面。现

在很少有人知道，黄永年先生在年轻的时候，还写过一些通俗的普及历史知识的著作，其中就有

一种是《司马迁的故事》。 

    这本小书出版于 1955年 8月，署名“阳湖”。那一年黄永年先生刚刚 30岁，我还没有出生，

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史记》则问世于 4年后，亦即 1959年 9月。在这部《司马迁的故事》末尾，

黄永年先生特别写道：“有关司马迁本人的传记材料虽然不多，可是《史记》却是一部完整的著

作，里面包含了司马迁的全部思想和感情。因此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是不可分割地、密切地结

合在一起的，司马迁的整个精神面貌是鲜明地凸现在《史记》里的。”正因为如此，黄永年先生

便以《史记》为基本素材来撰写这本小书，而且在书中每一节，都要引录一大段《史记》的原文，

来更直接、更具体地表述他所要告诉给读者的内容。 

    这本小书，在当时的印刷数量是 1.81万册，要不是接下来发生所谓“反右”运动，把黄永年

先生定为“右派分子”，当然还会重印更多。黄永年先生当年以这种形式来撰写大众通俗读物，

就说明那时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史记》原文，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记者：你讲的这些很生动，也很有说服性，但这是当年整理点校《史记》时的情况，我们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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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读者，是不是还有那样的旧学基础，能够接受这样的《史记》原本？ 

    辛德勇：前面我已经谈到，新修订本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就印刷了 4万册，市场的实际状况，

已经给出了很好的回答：社会大众是能够接受并且也很喜欢阅读这样的《史记》原本的。 

    不过要是和上世纪 50 年代相比，现在的情况确实有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新旧两

个时期中接受过同等程度教育的人，对古代典籍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总的来说，明显有所降低。

这一情况，对社会大众接受点校本《史记》这样的典籍，自然会有一定影响。 

    可是，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日益普及，今天中国人接受教育的总体程度，

较诸上世纪 50 年代，已经大幅度提高，这就意味着能够接受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一般读

者，只会比昔日增多，而绝不会减少。 

    读繁体竖排本《史记》更能准确领略丰富内涵，真爱阅读不会被繁体字难倒 

    记者：和上世纪 50 年代相比，现在一般社会公众阅读像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这样的古

代典籍，还会遇到一个当年所没有的困难，这就是大家上学学的都是简化字，骤然去读竖排的繁

体字，识字或许都存在很大困难，这似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辛德勇：所谓繁体字（实际上应当称作“正体字”，因为字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确实是令很

多人望而却步的障碍，但阅读繁体字书籍，实际上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困难。关键在于你是不是真

的喜欢阅读。喜欢的话，稍微多看一点儿，自然而然地就学会了，而且会学得很快，很容易。 

    我小时候上学，当然学的也都是所谓“简化字”，但当时即使是在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家，能

够看到的书还多是简化字推行前印行的繁体字本，所以从小学时起，就在课外读繁体字的书籍。

因为喜欢读书，书吸引着自己去读，特别是读小说，不知不觉也就把字大体认出来了。从来没有

人教过、自己也没有专门学过繁体字，读起来和简化字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过去遇到过一位本科学理科的年轻朋友，想考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这位朋友和我说，不

认识繁体字，这辈子恐怕是没有可能了。我告诉他，繁体字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想学，应

该很快就能看懂繁体字。两个星期以后，他告诉我，读繁体字书，确实能够看懂个大概了。后来，

这位朋友顺利走入专业研究领域，并没有被繁体字拦住。 

    繁体字不仅不会成为社会大众阅读古代经典的障碍，还是领略中国古代文化必由的阶梯。因

为汉字基本上是象形文字，字义和字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字形的简省，必然会影响到对字义

的理解，至少会减损理解字义的深刻性和丰富性。谈到这一点，社会上一些反对者往往会很不理

性地说，那你为什么不把汉字恢复成甲骨文？事实上，在简化之前的所谓“繁体字”，是文字自

然演化的结果，而自然的，就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字形和字义的演进也是有规律可寻的，汉

字简化则是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而犯下的一个错误。 

    甲骨文是被历史发展自然淘汰掉的字形，而所谓“简化字”则是人为强制颁行的字形，二者

的产生过程，是有本质性差别的。当初推行简化字，主要是在手写的情况下，以此来改进汉字的

书写速度，但现在主要用电脑书写，笔画多少已经不影响录入的速度。所以，本应尽早改正，恢

复汉字的本来面目，而且越早越好，越早麻烦越少。现在虽然一时还做不到，但多读一些繁体字

书籍，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有利无害的。 

    即以《史记》为例，你读中华书局的繁体竖排本，总能充分、具体、准确地领略和体会它的

丰富内涵。现代选注本不行，白话翻译本更不行。 

    记者：你能不能举出例证，说明《史记》简体字版会出现严重影响原文含义的情况？ 

    辛德勇：具体阐释这一问题，会比较复杂，我想无法在这里展开论述，但不妨本着“每下愈

况”的原理，举一个突出的例子来简单说明这一点。 

    《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率领众好汉造反的事迹，是很多普通读者都有所了解的，一开

头就说： 

    “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这

是按照中华书局旧点校本做的标点，新点校本读作“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我觉



 

第 4页 共 6页 

得不如旧读更为妥当。） 

    要是转换成现在的简化字，就成了：“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

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 

    在这里，“適”变成了“适”。“适”字在古代是一个与“適”不同的字，有的时候是可以和

“適”字通用的，一般是用作“去往”的语义，今读作 shì。在这一意义上简化字用“适”来覆

盖掉“適”字，是可以对付着用的。可是“適”还有一个用法，是与“謫”字相通，表示责备、

责罚、惩罚的意思，今读作 zhé，就不能用“适”字來表示。 

    《现代汉语词典》上，“适”字就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偏偏用

的就是这个“謫”的语义。我不知道在人们以简化字来写这一段的时候是如何处理的。写成原样

的“適”就不是简化字本了，写成现在简体的“适”又完全不符合原文的意思。当然也可以写成

“谪”，这样和原文原意更接近一些，但这就等于改写了，更彰显出简化字的窘迫。 

    记者：你说能不能看懂繁体字，关键在于人们是不是真的喜欢阅读，这个说法很特别，能不

能就此再做一些解释？ 

    辛德勇：其实不仅是繁体字问题，还包括大众阅读是不是需要阅读中华书局点校本附带的《史

记》“三家注”这一问题。 

    现在许多人上学念书受教育，只是被动地等老师来喂食，人称“填鸭”。这样的人对阅读本

来就没有什么兴趣，要的只是上课带来的功利性结果，即只是把学历、文凭当敲门砖用，当然一

看老师没教过的繁体字就头疼。 

    真心喜欢读书的人，阅读的动力，源自求知的欲望。这种求知的欲望，自然会吸引你去读更

接近原样的繁体字本。因为一心想要求知，就要尽可能对《史记》的内容作出确切的理解，为此，

也就不能不利用前人对《史记》的注解。 

    阅读同时根据需要参阅“三家注”，对《史记》的理解会具体、深入很多 

    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附有三种古代注释《史记》最重要的著述，即南朝刘宋裴駰的《史

记集解》，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就是所谓“三家注”，早已和

《史记》本文合为一体。读中华书局点校本，同时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选读“三家注”的内容，应

该说是大众阅读《史记》最合理的方式。 

    我在涵芬楼书店讲演时说自己在高中时就大体上翻阅了一遍中华书局的旧点校本《史记》，

同时还看了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由于我后来专门做文史研究，或许有人以为这是在为将来

深造做准备。其实我当年完全没有做专业文史研究工作的打算。那时的情况，是根本不敢对自己

的命运有什么高远的奢望。最切实的愿望，是到副食品商店做个售货员（这是很难求得的职位），

因为可以多买到些猪头肉什么的下酒。偶尔胡思乱想，若是幻想到有朝一日能靠笔杆子生活，想

到的乃是做个诗人。因此，当年我那样阅读《史记》，只是为满足自己的兴趣，是地地道道的“大

众阅读”。 

    要想满足自己的兴趣，遇到读不懂的地方，自然会去参看“三家注”的解释。我想，对每一

个真心求知的读者，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现在人们的读书条件比我当年要好过不知多少倍，

一定会有很多人出于求知的兴趣而去阅读原汁原味的《史记》。 

    记者：可否请你再具体谈一下《史记》“三家注”对拓展《史记》的大众阅读所能起到的作

用？ 

    辛德勇：由于“三家注”成书时间早，能够看到的资料比今天要多很多，同时做注的人离《史

记》成书的年代比我们近，更贴近书中纪事的内容，这些注解对后人阅读和理解《史记》具有非

常重要的参考价值，现代人注解《史记》也都是以这“三家注”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和依据。所以，

在阅读《史记》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同时参阅“三家注”，会使我们对《史记》的理解具体很多，

也深入很多。 

    下面，我们还是以刚才举述的那一段《史记·陈涉世家》的文字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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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这两句话的下面，“三家注”本有如下注解（今中

华书局点校本注解的位置，与“三家注”原本已经有所不同）： 

    《集解》徐廣曰：在沛郡蘄縣。 

    《索隠》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

居以富強爲右，貧弱爲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者（案今中華書局點校本脫

此“者”字）也。適音直革反，又音磔。故《漢書》有七科適。戍者，屯兵而守也。《地理志》

漁陽，縣名，在漁陽郡也。 

    《正義》《括地志》云：“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也。” 

    这些注解，有地理，还有制度。在地理方面，注明了陈胜、吴广起事的地点“大泽乡”和准

备去往的戍守驻地“渔阳”在哪里。这样，我们只要查看一下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

集》的秦代部分，马上就可以知晓其相对方位关系。在制度方面，《史记索隐》试图阐明陈胜、

吴广这些“闾左”到底是些什么人。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史记索隐》的说法不一定合理，但它告诉我们“闾左”的居住空间是

在“闾里之左”，同时还告诉我们“適戍”的“適”字读作“直革反”（用“直”的声母和“革”

的韵母相拼），或是发音与“磔”相同（即前文所说，读作今之 zhé音），而且指出“適戍”与《汉

书》记载的“七科適”或许具有关联，这些内容都很重要，读后可知“適戍”的大概性质，即一

些居住在闾里左侧的民众，因某种原因受到朝廷的惩处，从而到远方去戍守边疆（我曾写过一篇

题作《闾左臆解》的文章，就是从这“三家注”出发，判断“闾左”应是脱离原籍流徙到他乡的

“亡命之徒”）。要是没有这些注解，人们甚至几乎无法知晓这里写的是些什么话。 

    《史记新本校勘》与《史记》大众阅读的关联性 

    记者：按照你的想法，对《史记》做这样的大众阅读，读者对很多具体的文句，往往会产生

疑问，这是不是就涉及更具体的文本校勘问题？ 

    辛德勇：情况确实是这样。这一方面是由于《史记》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产生很多文字讹

误和歧异，校勘取舍，一时难以取得定论；另一方面，即使文字没有出入，但句读的划定，有时

也颇费斟酌，不易达成共识。 

    另外，必须加以说明的是，现在有些人在阅读古代典籍时总希望别人校勘出一部定本来给他

看，有些不负责任的出版商，也拿“最终定本”之类的幌子乱招摇，但对于大多数古代典籍来说，

这样的定本是不存在的，像《史记》这样的早期著述尤其如此，没有人能够毕其功于一役。 

    这次中华书局新修订的点校本《史记》，在每卷末尾附有校勘记，对重要的勘改和主要异文，

都有说明。这些校勘说明，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和利用《史记》。和“三家注”一样，人们

在阅读《史记》正文时不一定都需要看，也可以根本不看，但觉得必要时，就可以选择相应的条

目看一下，以获得自己需要的信息。 

    记者：你的这本《史记新本校勘》，针对的对象，是中华书局新修订的点校本，那么，是不

是这个新点校本在校勘上存在很大问题，非予以订正不可？ 

    辛德勇：古籍校勘，通常都很难做到尽善尽美，《史记》的校勘更是谁也无法毕其功于一役，

需要前后相承，持续不断地作出新的努力。因而，后做的人，对别人业已做出工作提出新的修订

意见，是必然的事情，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中华书局的新点校本《史记》，较诸旧本，有许多新的校勘成就，但也有一些处理意见可以

进一步斟酌。正是基于中华书局点校本相对比较完善，不管是对于专家，还是对于大众读者，它

都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我总反复向大家推荐这一版本，也正是由于它是目前人们阅读《史记》首

选的通用版本，一旦存在问题，负面的影响也会很大。所以，我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广大读者参

考。 

    其实我这本《史记新本校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可以说本来就是中华书局新点校本

修订过程中的产物，是我应中华书局邀请而做的工作。它和新点校本是相辅相成的，不应把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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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起来。就像读《史记》“三家注”和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校勘记一样，在阅读《史记》的过程

中，如果有的读者觉得需要更进一步思索相关的文句，就可以翻检我的《史记新本校勘》，自己

去寻求合理的解读，获取内在的文义。 

    记者：这样看来，《史记新本校勘》和《史记》的大众阅读还是具有密切关联的。那么，你

能不能举述一个具体的例证，让人们直观地了解这种关联？ 

    辛德勇：下面我就从一个众所熟知的成语——“约法三章”说起。这个成语，在中国几乎尽

人皆知，“大众”得很。 

    这个成语的出处，是《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的旧点校本和新点校本正式出版前印行

的“征求意见本”，对它的原文，都是读作“（刘邦）与父老约，法三章耳”，但正式出版的新点

校本，却采纳我的意见，将其合为一句连读，作“（刘邦）与父老约法三章耳”。一些人对这一变

化，可能不一定理解，而要想了解具体的缘由，就需要看我的论证过程，读《史记新本校勘》的

相关条目。 

    旧点校本的标点形式，是把“约”字解作“约定”，这和现在我们使用“约法三章”这一成

语时的涵义是相同的。但后世的用法，并不一定符合《史记》固有的语义，这是词语演变过程中

常有的情况。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本义，是把这个“约”字用为“减省”之义，亦即大幅度减

省秦人繁苛的法律条文，仅存“杀人者死”和“伤人及盗抵罪”这“三章”而已。这看起来似乎

很简单，只不过是多一个逗号、少一个逗号的事儿，实际上却关系到秦汉政治史、法律史和学术

发展史的很多基本问题，和《史记·高祖本纪》一并阅读拙著，总能更准确地理解《史记》内容，

有更多实实在在的收获。 


